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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提升了政府和企业运行以及社会治理的效率，数字治理是信息通信科技发展和公共权力塑造的

共同产物。面对日益复杂的流动社会，数字治理借助于新基础设施，呈现为一种综合的和智能的模式。当代智

能革命加速了数字治理的布局，对于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兼具机遇和挑战。针对数字治理的当下表现及未来行

动，本文提出一种有限的技术治理观念，主张约束计算理性以重构数字治理认知，平衡治理与反治理现象以调

控数字治理行动，立足有限技治观念以引导数字治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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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

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随着智能革命

的深入推进，以移动互联网、算法、大数据、

5G、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信息通信科技塑造了新

的社会治理模式。我们将其称之为数字治理，主

要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机

构运行效率、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行业服务和推

动社会发展的技术治理模式及手段。由于社会文

化背景存在差异，各国各地区的技术治理策略在

技术范式、技术实践和生活方式上有所不同。从

当下情形看，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政府应对突发

事件的效率，而且有力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具体来看，数字治

理的认知与行动、数字治理工具与价值承诺之间

尚且存在鸿沟，这从根本上影响到我们对于数字

治理限度的真正认识及合理调控。因此，本文将

探讨如何重构数字治理认知和引导数字治理行

动，以期对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审度人在技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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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会中的行动选择提供参考。

1 数字治理在流动社会风险应对中的表现

现代治理本质上是对流动社会的技术治理。可

以看到，知识、资本、劳动力、商品、信息和技

术等治理要素在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迁移和交

换速度加快，这种“社会要素的高速流动改变了‘固
态’的社会结构，打破了时空区隔，使得社会整体

进入‘液化’状态”。[1]其中，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更

是揭示了我们在流动社会中所面临的风险，它作

为一项复杂的和应急性的系统工程，涉及不同人

群、知识、技术、物资、管理和机构之间的频繁

流动。从工程伦理角度看，“在应急工程管理过程

中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呈现出诸多伦理困境”。 [2 ]

从技术治理角度看，有效遏制公共卫生事件和保

障人民生命健康需要综合运用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公共卫生医学和应急管理知识，而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则有力促进了上述知识在

紧急情况中的实践运用，同时也将数字治理活动

转变为一种综合的模式。

因此，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及其潜在风险不仅生

成了新的治理情境，而且要求新的治理方式。一

方面，数字技术革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流动社

会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其日益增加的

复杂性及不确定性，流动社会又需要依靠数字技

术来进行治理。流动社会与数字技术之间的这种

“二重性”是数字治理走向综合模式的内在动因。所

谓数字治理综合，首先包括了多个治理部门对于

数字技术手段的协同运用。例如，公共卫生专家

通过大数据模型，科学分析和预测公共卫生事件

的态势。互联网企业推出公共卫生健康地图及平

台，为公众出行和企业运营提供参考。政府则利

用卫健部门的数据统计或与互联网企业合作，依

法对感染者活动轨迹及其接触人群进行有效跟

踪、控制和隔离。

数字治理综合为流动社会提供了稳健和灵活的

治理工具，有助于政府维持社会各行业在紧急事

态下的有序运行。例如在突发公共卫生应对初期，

传统的“围堵追踪”策略相对被动，并面临“中心化层级

体系的短暂混乱与效率降低”的问题。[3]这种“人海战

术”不足以应对频繁的人员流动，并且耗费了资

源，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基层部门没有充分利用

数字技术的潜力。针对于此，以信息化和智能化

为支撑的数字治理综合不仅扩大了公共卫生健康

的筛查人群，而且使疾控部门能够集中资源追踪

重点筛查区域，提升防控效率。疾控人员一般是

通过人工收集感染者的活动踪迹来分析传染链条

的，而通信大数据技术则能够最大范围地锁定高

风险人群，帮助疾控部门及时遏制公共卫生事件

的态势。

数字治理综合能够有效应对复杂的和密集的人

员流动场景。例如，一些单位和企业在公共卫生

应对中广泛使用非接触式红外成像技术，并通过

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多模态融合感知，最大范围地

收集和精确分析各个场景中的公共健康数据。多

模态感知融合是数字治理综合的具体实现，它结

合自主移动平台、现场人脸头像采集、人体红外

热成像采集，并利用后台数据分析和故障告警等

多功能模块，提升了体温监测或个体行为管控的

效率。当然，相关企业在社会流动空间中广泛布

置的人体识别和红外成像测温机器还存在诸如场

景认知、自主学习、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等问

题。这些问题可以在技术层面得到解决，但从数

字治理综合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

题，更是一个技术与治理如何契合的制度性和权

力制衡问题。

不同时空下的人口高度集中和频繁流动增加了

流动社会的治理难度。这在公共卫生应对中尤为

明显，密切接触者追踪程序的研发和推广代表了

数字治理综合在流动社会中的典型技术范式。这

种数字程序作为政企合作的产物，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规范了个体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行为，而且

成为具有行政认证效力的数字政务内容。个人必

须按照要求申领或出示这种由密切接触者追踪程

序生成的数字健康证明，进而配合政府、社区、

企业、学校的常态化和精准化防控。该程序将用

户在特定场所的扫码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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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感染者到访过的商户和场所生成行动轨

迹，进而自动判定在时空上与感染者发生关联的

人，即接触者。运行后台的相关部门为接触者赋

予不同暴露风险等级的状态。密切接触者追踪程

序一般收集四种数据：（1）个人数据，例如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2）当日

个人健康数据，例如体温、症状、高危人群接触

史等；（3）访问轨迹；（4）核酸测试和疫苗接

种等健康状态数据。大数据平台及其超大算力从

技术层面维持了这类数字追踪程序的运行。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基础设施逐渐成为

流动社会治理的核心架构。由大数据、算法和算

力支持的人工智能有力推动了数字治理综合，例

如，临床医学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运用人工智能

训练的SIR模型和SEIR①模型， [4 ]试图更精准地预

测公共卫生事件走势，从而提升应对能力。这些

模型有效配合了企业医疗资源和重要物资的调

配、卫健部门的低中高风险等级调整等。可以看

到，日益精确和智能的流行病学模型在未来的公

共健康治理中越来越重要，它揭示了未来感染

数、潜伏人数和发病人数等信息，从而为政府部

门制定和调整策略提供参考。公共健康大数据地

图和风险态势感知、物资调配保障和生物信息识

别、数字化流调与密切接触者追踪都综合运用了

多种数字技术手段。

除了人工智能，5G作为流动社会新基础设施

的另一个关键技术，极大改善了在紧急状态下政

府和企业治理单元的通信基础设施条件。在公共

卫生应对中，移动运营商帮助政府在很短时间内

建成了5G基地。5G技术有力支持了医疗资源的调

配，不同地方的医疗团队通过高分辨率视频来远

程诊断患者，充分分享和不断优化救治方案。 [ 5 ]

5G技术不仅在公共卫生治理中减少了人与人之间

的接触，而且能够配合人工智能进行自动化地筛

查和分类，提升诊断效率。当然，智能医疗的自

动化决策只有结合医生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

才能更好地提升诊断质量。此外，科技企业还将

5G用于优化个人隐私保护的数字追踪技术，这种

系统具有分散式架构，由医疗中心负责登记，终

端用户通过他们的智能手机来上传经过加密的身

份和位置信息，以确保个人隐私安全。[6]

数字治理综合推动了流动社会中的公共卫生数

据平台建设和数字政务的转型发展。有调查研究

表明，尽管一些公共健康程序或平台存在数据安

全、算法决策可靠性，信息填报缺乏真实性、数

字健康证明互认范围有限等问题，但超九成受访

者希望这类数字技术在卫生健康、城市治理、交

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7]在未

来，政府部门如何通过综合运用上述数字技术来

优化数字政务服务，需要在技术和制度层面重构

政府和企业治理者对数字治理的认知和行动。

2 约束计算理性以重构数字治理认知

如前所述，数字技术提升了政府和企业的治理

效率，但仅仅强调效率容易忽视复杂的社会因

素，加剧数字治理的公平、信任和权责问题。这

些问题的认知根源在于计算理性的扩展。从思想

史上看，计算理性发端于霍布斯（ T h o m a s
Hobbes）对于国家机器（利维坦）的中立想象②。

在霍布斯之后，18世纪的法国工程师聚焦于“统一

工程”，他们致力于推广一种打破旧政权的标准化

公制计量体系。 [8]现代社会治理的量化及统计学趋

势反映了以计算理性作为认知基础的现代性思维

方式。段伟文指出，“从早期被视为‘政治算术’的
统计学及其后的社会物理学、科学管理到近年来

的社会计算、智慧城市，其关键的认知基础是对

数据的观测、采集与分析”。[9]

为了应对流动社会的不确定风险，众多业界人

士和学者呼吁构建全国统一的数字健康平台和倡

导“大健康”观念。一方面，这种认知以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为目的。另一方面，这实际上也是

① 在传染病模型中：S—易感人群；E—潜伏人群；I—发病人群；R—治愈人群。

② 在霍布斯看来，国家就像一个伟大的巨人或怪物（利维坦）一般，它的身体由所有的人民所组成，它的生命则起源于人们对于一个公

民政府的需求，否则社会便会陷入因人性求生本能而不断动乱的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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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理性的产物。数字技术在政府的社会治理和

企业的运行中已经呈现出加速趋势，但能否最终

为人们带来实质性和个性化的服务，而不是沦为

“数字官僚主义”或“数字利维坦”，这并非一个纯粹

效率问题。从认识论层面看，数字化转型的方向

应当由“大数据设计转向小数据设计”。 [ 10 ]概言之

在大规模应用之前，设计者和管理者应该有一个

针对于不确定性后果的效益和风险预期。同时，

信任对于当代数字治理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实现

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深度融合及适配。正如闫宏

秀所言，“对数据的信任源自人类依赖数据科学与

数据技术来处理原本由人类所完成的任务。事实

上，反观人类借助数据完成任务的过程，在某种

意义上就是人类将自身的部分行为或部分能力委

托给数据。这种委托旨在将任务进行委托，而非

将人类自身进行委托”。[11]

这种任务的委托反映了“政治算术”在国家治理

活动中的既定事实。自近现代以来，国家人口治

理和国民经济核算“足以证明在政治分析中使用这

种新工具（统计学）是合理的”， [12]它为国家机构

量化公民行为提供了认知基础。根据韦伯的看

法，现代组织及行政机构受效率原则支配，最终

陷入现代性的“理性囚笼”中。在计算理性主导下，

现代政府大量运用统计学、大数据及算法来提升

社会的运行效率及科学决策水平，并以客观、知

识量化和价值中立作为修辞。Engelmann等[13]以英

国媒体和公众对传染病模型的认知接受过程为

例，说明数字统计工具在社会治理场景中接受“驯
服”的过程，以此来反对关于模型的客观中立描

述。政府最初仅将传染病模型构建视为投机行

为，公众认为政策制定者既没有权威，也没有提

供可靠的预测。由于模型没有准确预测感染的峰

值，政策制定者以此为其消极行动辩护。其后，

模型在公众与日俱增的焦虑中遭遇信任危机，公

众认为模型是不可靠的。公共卫生专家不得不修

改模型，政府也宣布采取紧急封锁的行动。最

终，媒体和公众的认知与模型的实际预测相一

致，模型提供的结果才被媒体和公众视为政府采

取干预措施的理由。这也说明，数字技术或统计

学模型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知识与权力关系始终

伴随在数字治理活动中。

随着新兴信息通信科技的发展，隐私计算成为

数字治理领域的主导范式，即“通过感知隐私风险

和感知隐私收益等因素调节互联网用户的隐私披

露意愿和行为，在用户隐私安全和数据披露之间

取得平衡 ”。 [ 1 4 ]隐私计算使得 “数据可用而不可

见”，在用户隐私保护和数据利用之间实现权衡

（Trade-Off）。例如新加坡政府曾创建了一个运

用隐私计算手段和基于隐私设计原则的应用程

序，它不收集位置数据，而是通过蓝牙测量一个

人与周围其他人的直接距离。可以看到，“代码即

法律”已经成为主导政府和企业治理者的基本信

念。从技术治理逻辑层面看，算法遵循“如果 -那
么”（If-Then）的表征规则，通过在If和Then之间

的迭代，社会测量逐渐作为一直“政治技术”。权力

从立法机构转移到行政机构，再从行政机构转移

到技术官僚。在计算理性主导下，算法治理以一

种新颖的方式实现群体规训和社会协调。 [ 15 ]从算

法的数学证明合理性、技术操作有效性到社会运

行适配性，最终转变为数字治理的权力逻辑。

因此，这就需要破除计算理性神话及其价值中

立修辞。从已知上看数字治理增强了计算理性的

信念，预设了数据收集的扩大总是会转化为知识

的增加。但实际上，算法和大数据技术与社会治

理预期并非总是适配的，并不能由知识合理性前提

和技术操作上的有效性条件充分推导而来。算法是

对现实的简化模型，但模型输出的结果往往具有不

确定性。 [ 16 ]算法工程师和决策者在性别、种族和

肤色等参数设置上存在歧视就是一个例子。而约

束计算理性的关键在于提供具备操作性和程序性

原则。这种原则在当前主要体现为技术解决主义

与程序性磋商相结合的思路。既要兼顾算法治理

效率与个体对于数据权的获取，又要协调个体自

由与社会共识在算法自主决策中的不平衡。算法

的数据挖掘越广泛或质量越高，对事物的表征和

预测就更加精确，算法的优化与社会因素越适

配，就越符合社会的公共福祉。

近年来，智慧城市不断突破人们对于城市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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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认知边界，其底层逻辑仍然是基于计算理性来

拓展数字治理综合或扩大智能基础设施，从而更

好地应对流动社会的风险。智慧城市取决于人、

资源、商品和数据的流动成效，无论是基础设施

的物理结构还是社会功能，都成为考验各方数字

治理能力的大型实验场域。城市通过数字治理不

断扩展其虚拟空间领域，实现物质维度与虚拟维

度的高度融合，这也是理解所谓“平台城市主义”的
关键。 [ 17 ]其中，空间正义成为约束计算理性逻辑

和警惕元宇宙技术-资本陷阱的关键问题。尽管平

台作为技术中介提供了高效服务，但城市的数字

化平台化过程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科技巨头通常

垄断和控制着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造成算法赋权

与祛权的隔阂。算法权力与公共权力合谋，引发

数字信任与合法性危机。在认知层面，应当约束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计算理性叙事，重新思考

技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3 平衡治理与反治理以调控数字治理行动

提升流动社会的数字治理成效，不仅需要约束

计算理性以重构数字治理认知，也需要对数字治

理行动加以平衡。一些地方部门曾违规使用密切

接触者追踪程序所生成的“数字健康证明”，这种治

理不仅给公众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受到广泛的社

会批评和质疑。究其根本，这种现象反映了过度

的技术治理和伪技术治理。“技术治理的目标是科

学运行社会，提高社会运行效率。而伪技术治理

打着科学技术的旗帜，实际上追求的是利益和权

力等目标”。 [18]无论是过度治理还是伪治理，都会

引发人们对数字治理的反感和不信任。以密切接

触者追踪程序为代表的数学程序是否可以转化为

政府提供的一项优质政务服务（例如建立全国健

康数据平台的倡议），这考验着政府的数字治理

能力。数字治理需要平衡各方角色与责任、数据

的控制者和处理者、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与边

界等。

从底层逻辑来看，算法提供的最佳分析或预测

对于治理者而言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

治理者把数字技术提供的最优方案作为全部决策

基础，则可能忽视治理环境中的其他条件及其变

化，出现技术怠工问题。例如，治理者将很多数

据收集问题交给智能技术处理，出现问题的时候

则可以归咎于智能设备、程序和算法升级，以回

避作为治理者的责任。此外，社交平台算法很容

易导致人们在紧急状态中感知和行为的极端化，

例如阴谋论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盛行，公众被误

导抵制疫苗接种和反对隔离措施等。 [ 19 ]公共健康

大数据平台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或数据（个人、轨

迹和健康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有价

值，很多都属于冗余信息。对冗余信息的关注反

倒增加了信息的管理量和治理成本，降低机构运

行效率，违背科学治理原则，形成“数字官僚主义”
和“数字形式主义”。

从知识与权力的互构关系来看，数字治理又可

视为新科技发展和权力塑造的产物。例如，密切

接触者追踪程序在公共卫生应对期间扮演了社会

治 理 规 范 的 角 色 ， 这 验 证 了 劳 伦 斯 ·莱 斯 格

（Lawrence Lessig）关于“代码即法律”的论断。

这类应用程序代表了一种将公共权力与技术权力

结合的数字治理工具，相关部门通过“赋码”（红

码、黄码或绿码）来施行治理权力。个体只有申

领和出示当地部门通过密切接触者追踪程序所生

成的数字健康证明，才能够获得出行认证。此

外，这类应用程序作为一种数字政务的产品，在

权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很多变体，例如在一段时间内

引发争议的“文明码”和“师德码”，这说明，“数据

治理发生了‘滑坡效应’，这源于技术治理的数字化

异化和基层治理的简约化动机”。 [20]数字技术不仅

作为强大的治理工具，而且将其自身塑造为一种

“生活制度”或行动规范。以“文明码”为代表，这种

试图替代传统服务方式的数字技术与公共权力的

结合愈加紧密。实际上，只要将其用于优化政务

服务和推动数字政务转型，“文明码”可视为政府创

新治理工具的手段，但超出一定界限，也可能导

致权力扩大和过度治理。

贝内迪克特（Carl Benedikt Frey）在《技术陷

阱》中指出，“替代技术是否会被阻止，取决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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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中受益，以及政治权力的社会分配”。 [21]从微

观层面看，权力惯性塑造了治理对象的身体记

忆。例如在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人们因为在时

空轨迹上与感染者重合而被数字技术发现，基层

部门为排除扩散风险而要求人们居家隔离。解除

“警报”则需要相关部门审核和认定，人们才能恢复

正常的健康认证出行。这种变化揭示了数字治理

的双重性：既提升了治理效率，也为权力的任性

提供了技术载体。公众只有向企业和政府让渡一

定的数据权利才能获得特定的服务访问权限。显

然，过度治理主要源于治理者与公众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以及技术治理在制度设计方面的缺失。

芬伯格（Andrew Feenberg）认为，任何技术

模式的研发与应用都是待确定的。 [ 22 ]数字治理活

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由政府发布行政命令的自上而

下的过程，也是公众干预治理手段甚至产生反治

理行为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一些人为了对抗数字

追踪技术所带来的限制，伪造一种可以生成离线

码和篡改动态界面的“仿制码”。 [6]尽管这种做法有

悖信息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法规，但我们也

注意到，如果数字治理超过了一定阈值以及治理

对象的容忍界限，则会产生过度治理问题。如前

所述，这将导致数字低效、数字怠工、数字破坏

和信息冗余问题。从健康码、文明码再到全国性

健康数据平台的尝试，这场关乎数字治理方向的

社会试验需厘清各方角色与责任，区分数据的控

制者和处理者，并且明确政府和企业在数字政务

中的责任与边界。

从数字治理的行动后果来看，过度依赖数字化

和自动化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行动者的经验技能

和专业自主。实际上，数字技术并不是所有情况

下都能赋能治理活动，例如公共卫生专家的专业

技能和直觉经验是一些不可能被算法完全量化的

因素。此外，由于企业、政府和学校的在线学习

和工作需求剧增，科技企业抓住机遇向市场推广

数字化在线化服务，例如腾讯会议不断调整其服

务选项，推出相应的会员服务。人们对数字技术

的依赖性不断加强。随着ChatGPT在技术层面的升

级，未来数字治理的通用智能化趋势愈加明显，

各行各业的大部分工作会被这种在机器推理和背

景知识都取得长足进步的技术取代，这实际上是

“AI失业问题”。 [23]ChatGPT这类技术会引发“破坏

性的创新 ”。在没有提前做好制度设计的情况

下，“AI失业”会影响各方的数字治理行动。调节

不好就有可能产生反治理、伪治理和过度治理

问题。

在数字治理活动中，人们往往比较关心隐私安

全问题，但隐私具有相对性，既往对数据的匿名

化处理方式没有体现隐私的社会维度，因而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隐私-效率的权衡困境。由于大量数

据向公共机构过渡，应当尽快完善和落实个人数

据收集的法律机制，实现伦理治理、技术治理和

法律治理的平衡。对于当下科技伦理治理而言，

难点并不在于缺乏共识性的伦理原则，而是如何

将这些原则贯彻到算法治理中。如段伟文 [ 2 4 ]所

言，“这些原则及其背后的相称性治理的思想并没

有得到认真对待。”要贯彻这种相称性原则，我们

需要以谦逊主义的态度来理解技术的有用性和有限

性。例如在算法伦理研究中，重视法律与伦理、个

体赋权和社会参与等程序性规制，在实质层面将技

术与治理、技术与人、伦理与制度结合起来。[25]

4 立足有限技术治理以引导数字治理方向

近两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正在进一步推动数字治理，引发人们对教育、知

识生产、就业体系、制度设计、行业规范和组织

管理未来走向的讨论。在国外社交平台上甚至有

关于禁止ChatGPT无序扩张的联名倡议。显然，简

单地阻止这类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悬

置了更加重要的数字治理的行动方向问题。原因

在于，这类倡议的技术决定论前提是错误的。我

们应该持有一种基于科技谦逊主义的“有限技治观

念”，由此才能引导当下及未来数字治理行动的

方向。

所谓有限技治观，即“承认在某些领域、某些

问题和某些场合下技术提高效率的作用，并力主

优先和尽量运用技术治理手段造福社会，同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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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治理者和社会工程师，要时刻谨记现代科技有

限性所决定的技术治理有限性，并主张对技治制

既要有效利用，又要有效控制。有限技治观对技

术手段的强调，不是作为真理来推崇，而是作为

效率工具来重视”。 [26]一方面，人们的客观中立认

知容易忽视权力对于数字治理行动的影响。另一

方面，数字治理的关键在于行动，让数字技术从

根本上惠及更多的社会个体、同时防范科技应用

可能危害我们的生活。这是一种谦逊科技主义的

态度，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我们应当采取可

持续的方法，使公众参与到设计、实施和治理中，

通过数字技术促进财富和机会的平等分配。[27]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作用毋庸置疑。数字

治理的经验表明，政府和企业可以充分运用区块

链、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

来不断完善公共健康治理，例如智能传染病监测

平台和应急保障物资调配体系等。治理者要突破

传统的认知疆域，形成线上和线下互动的新型治

理模式。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政府在未

来就能够提升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实现高效的网格化精细管理、避免低效粗放

式和形式主义“联防联控”。[28]所谓“联防联控”是政

府在应对紧急事态中所采取的一种综合治理模

式，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政府和企业可以协同调配

大量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迅速控制、识别和评

估。当然，集中治理既能达到高效，也可能导致

资源的浪费。

因此，有限技治观要求治理者合理运用数字技

术手段，赋予治理者灵活调整策略的“操作自主

权”，以避免因集中化而导致的低效治理和资源浪

费。如果数字技术运用得好，可以帮助建设公开

透明的“数字政府”，这将成为提升政府技术治理能

力的有效举措。针对当下，应总结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中的数字治理经验，深化对数字化治理的认

知，重塑治理思维，优化治理行动，防止反治

理，妥善应对伪技术治理。而实现政府治理者和

民众之间的信息对称，关键在于政府优化公共服

务的形式和内容。比如，通过数字化线上政务中

心简化办理流程，兼顾服务的效率和公平等。

要实现社会生产与消费、医疗服务、经济增

长、安全保障、环境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仍然不

断考验政府的技治能力。数字治理可以增强政府

决策过程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提高政府的决策水

平。数字治理能够助力政府公共服务高效化，提

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数字治理可以提高政府治

理的精准性，使政府更好地履行现代政府职能。

数字治理有助于在政府治理体系中多中心协同治

理局面的实现，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总

之，应当运用新兴数字技术重塑政府治理体系，

是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

有限技术治理观念将为当下及未来的数字治理

行动提供如下方向。

（1）加强数字专家与治理专家、实际管理者

的沟通和合作。数字专家熟悉技术的细节和功能

部署，治理专家了解公共治理活动中与人的治理

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实际管理者深谙国情和基层

等各方面的情况。

（2）约束治理者权力。常见的过度治理现象

是由治理者权力失控导致的。在公共卫生事件的

传统应对方式中，农村或社区治理者借口行政命

令，在防控检查时存在一些较为粗暴和过度治理

的行为，这种方式必定导致治理对象的不满和抗

拒。在数字治理中，隐私权是舆论焦点，信息性

隐私权及其制度设计始终面临着自由与效率的悖

论。 [ 29 ]无论怎么划定个人隐私权，数字治理总会

招致来自个人隐私权保护立场的反作用力。一方

面，应当在法律制度框架内保证个人隐私和数据

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数字治理必须理

解、容忍和控制反治理现象。此外，应当约束数

字专家权力。数字专家因其专业能力而先天具有

相应的技术权力。但当数字技术应用在一般公共

治理领域中，专家同时也是危机处理中的利益相

关者，他们既有自身利益要求，也因其专业局限

而对其他事务缺乏足够的了解。如果专家权力过

大，则可能出现胡乱决策和以权谋私等问题，因

此必须对专家权力加以制度约束。

（3）区别治理与操控。数字治理运用是有限

度的，超过限度就成为技术操控，会侵害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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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权利。数字治理必须具体考虑应用的限度，

这不仅涉及治理目标，还涉及所采用的手段，因

而只能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冷静、客观和谨

慎的审度。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治理方

式，治理对象一般是作为群体的人或统计学意义

上的“人口”，而非精确到单个人的行为。机械决定

论的思路或会导致越界，引发治理系统的崩溃。

特别指出，有限技治观主张审慎对待关于数字

治理的生命政治叙事。例如，情绪感知技术的应

用范围每年都在扩大，包括测量呼吸和心率的生

物传感器、语音处理器、跟踪面部微表情的视频

识别软件、绘制大脑活动的情绪感知和可穿戴设

备等。为了避免工作场所的失范行为，美国一家

公司曾推出一款人工智能的情感聊天机器人，它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来识别与性别骚扰有关的

行为。这家供应商声称，他们的技术可以帮助管

理者找到更好的方法来了解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

意度，有助于对员工的表现做出客观、公正的管

理决策。 [ 30 ]可以看到，混合式的远程工作方式已

成为流动社会进行数字治理的一种“新常态”。
从生命政治视角来看，这种情感人工智能把哲

学家带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野中，它不是从

外部扩展到消费领域，而是从内部作为一种“数字

泰勒主义”，即从劳动本身的情感状态中提取更大

的剩余价值和管理控制。与其他自动化管理手段

一样，情感人工智能削弱了人力资源经理曾经重

视的人际沟通和分析技能，这反映了人类劳动关

系在本体论层面的深刻转变。员工不再被简单地

视为物质资本，而是统计数据的来源。类似于在

19世纪无可争议的颅相学一样，情感人工智能如

今逐渐成为工作场所的数字治理术。情绪不再是

私人或个人的，它们可以被转化为情感资本主义

的具体产品。澄清当代数字治理中的生命政治叙

事是另一项议题，我们的基本是主张是区分治理

和操控的界限。

5 结语

将数字技术用于适度控制和个体行为改造能够

促进社会进步和维护社会秩序，这属于正常的数

字治理范围。但是如果控制过度，为了极权主义

目的进行控制和改造，就超出了正常的数字治理

范围，或导致“例外状态”。的确，数字治理存在极

权主义的风险，但它并不必然走向极权主义。针

对数字治理与控制、平等和自由的关系，有限技

治观秉持一种待确定的和谦逊的立场。数字化和

智能化已经成为当代治理的趋势。面对这样一种

趋势，我们应当立足于有限技治观，重构当下及

未来的数字治理认知，平衡数字治理行动，引导

流动社会的数字治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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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the Congition and Reorienting the Ac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Liu Yongmou1, Tan Taicheng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divide
between the cognition and ac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e tools and value commitments, which fundamentally affect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s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our implementing of a reasonable regulation. Therefo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reconstruct the cogni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guide the ac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is helpful to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philosophy to reconsiderate people’s reaction to digital society, and
propose a limited concep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Firstly, computing rationality should be constrained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cogni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Modern society is

essentially the mobile society shaped by digital governance. Overemphasizing efficiency is easily to overlook the other complex
social factors, and exacerbat the issues of fairness, trust and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digital governance. The cognitive roots of this
problems lie in the expansion of 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 Digital governance reinforces the belief in 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
presupposing that expanded data collection will always increase knowledge. But in reality, algorithms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are
not always compatible with social governance expectations, and cannot be adequately derived from the premise of rationality and the
condition of technical effectiveness. The key to constrai 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 lies in providing operational and procedural
principles.
Secondly, the governance and anti-governance phenomena should be balanced in order to regulate digital governance actions. The

goal of digital governance is to run society scientificall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operation. However, digital governance
is excessive to some extent, which mainly stems from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administrators and the public, as well
as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ctually, digital governance is not a top-down process, but also a
bottom-up process intervened by the public actor. Thus, digital technologies do not empower governance in all situations.
Finally, the limited conception of technicd governance guide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e so-called limited concep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seeks to critically integrate-rather than to compromise between-technical instrumentalism and technical
determinism. The concept of limited technology governance will provide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for current digital governance
actions.①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digital experts and governance experts.② Constraining the digital power of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③Making a distinguish between governance and manipulation. There is a limit to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It is true that digital governance has the potential risks of totalitarianism. The limited concep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holds a non-

determini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digital manipulation. Digitization has become the trend of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In the face of such a trend,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current cogni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balance
digital governance actions, and guide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mobile society.

Keywords: digital governance; cognition; action; limited conception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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